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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纪录影像本体与视觉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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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认为针对纪录影像进行何种文化记忆的建构，以及纪录影像以何种方式表现建构文化记忆并
能产生强大的“本真性”，取决于纪录影像能否重建讲故事的传统中所蕴含的灵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只
有纪录影像创作者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并抑制将文化记忆对象化的冲动和诉求，才能可能真正产生纪录
影像所应具有的“本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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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纪录影像作为当代建构文化记忆重要的媒介，

它起到传播文化价值、凝聚社会认同等作用。尤其

对于国家而言，纪录影像甚至是被视为“国家相册”。

既是“相册”那就必然包含着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与

文化记忆之呈现。比如《河西走廊》(2022)、《西

南联大》(2018)、《国家记忆》《我们一起走过》

等纪录片都是表征国家历史文化记忆的代表性作品。

换言之，在这个意义上，纪录影像其实也扮演着国

家历史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的角色。因此纪录影

像与文化记忆、价值认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

注的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纪录影像与集体记忆、

社会记忆的关系是一个频频被讨论的话题。概而言

之这些研究主要分为双下几类：其一是通过比较历

史话语叙述与纪录片文本叙述间的差异，来解构纪

录影像所建构某些集体记忆的神话。比如顾文艳的

《流亡记忆的文化边界：上海犹太难民纪录片叙事》；

其二是探讨当中国纪录片如何建构中国的文化记忆

和集体认同的相关研究。比如朱文斌、张雅清的《身

份与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构建》以

及王文霞、卢俊的《记忆重塑：当代主流纪录片的

文化新语境》都是比较具有代表的研究。这些研究

无疑突显了纪录影像作为一种发挥社会功能的媒介

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然而，纪录影像除了能发挥

社会功能作用之外，它还是一种影像艺术媒介。也

是说我们在关注纪录片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建构的社

会性工具的同时，应该也要在考察纪录影像作为建

构集体记忆过程中，兼顾其作为影像艺术媒介的维

度。换言之，如果从作为影像艺术媒介的视角来把

握纪录片所建构的文化记忆，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

它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说，纪录片作

为一种影像艺术媒介，它与文化记忆之间应当建立

起怎样的联系？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无疑有助于

开启我们对于纪录影像中的文化记忆与纪录影像本

体作为艺术媒介抵达“存在”之间关系的思考。

二、“文化记忆”“讲故事”的传统与作为“再

现现实”媒介的纪录影像本体

“文化记忆”是扬·阿思曼和阿莱达·阿思曼在社

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共同

提出的一个概念。哈布瓦赫曾在1920年代提出的“集

体记忆”概念一直饱受争议。即便如此，“集体记忆”

也通常被视为是记忆研究的基础性概念。在哈布瓦赫

看来，人们是在社会中获得其记忆。[1] 这无疑在强

调记忆的社会属性压倒记忆的生物属性和主观主义。

哈布瓦赫强调集体记忆，是因为它能“重建中断的

延续性”[2]，它也因此成为社群身份认同建构的关键

性所在。在哈布瓦赫的理解中，记忆与历史是存在区

别的，这种区别体现为集体记忆是一种连续性思潮，

“它从过去那里保留了存在于集体意识中的对它而言

活跃并能够存续的东西”。[3] 但集体记忆具有代际性，

因此它不能逾越集体记忆所属群体的界限。而历史是

断裂的，正所谓对于历史，“人们的印象却是从一个

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一切都改头换面了。”[4] 此外，

集体记忆强调独特的历史及基于这样的历史而区别于

其他群体记忆的特殊性。历史则消除了如此差别，在

一个完全均质的历史空间里重新组织史实，在此空间

中，没有特殊只有相似。[5] 从哈布瓦赫对于记忆与历

史的理解我们不难看出，其包含着历史作为“总体”

与记忆作为“无限”的二元结构。这种区别无疑也强

化了记忆与历史的二元结构。所以，对于哈布瓦赫来说，

历史不是记忆，因为记忆不是普遍性的，而是集体性的，

也就是说“记忆永远只是属于某个具体的集体、拥有‘具

体身份’。”[6] 倘若集体记忆被遗忘，集体记忆所属

的共同体也会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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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初，记忆研究被重新开启，其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 20 世纪的战乱屠杀所

留下的债务，经历这段历史的一代人，逐渐离开人

世，因而存留在这个群体中的集体记忆正面临消失

的危险。[7] 而与此同时，电子媒介技术的出现，对

于记忆的储存与建构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在上述历

史现实语境下，为跳脱记忆理论所具有的抽象性，

扬·阿思曼夫妇二人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基础上

提出了“文化记忆”这一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出

了系统阐释。在扬阿思曼夫妇看来，哈布瓦赫突显

了记忆的社会性，是“交往记忆”的发现者，但作

为一种个体社会框架内的历史经验，“交往记忆”

是一种与同代人共享的回忆。它很容易随拥有此记

忆的人群消失而消失。比如遭受纳粹暴行的一代人。

因此，扬·阿思曼夫妇提出了立足于大众媒介的“文

化记忆”这一概念。换言之，从“交往记忆”过渡

到“文化记忆”是通过媒介来实现的。媒介通过将

记忆物质化到数据载体上这一方式为鲜活的回忆在

文化记忆里保留了一席之地。[8]

扬·阿思曼夫妇曾梳理过媒介发展与社会记忆

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从口头语言组

织的氏族社会，再到文字发明的传统社会，展现记

忆历史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口头语言组织

的氏族社会没有外部储存技术的情况下，人们的记

忆需要担负起保存文化传统的责任。而到文字出现

的时代，实现了文化记忆向物质载体的转移，抽象

无声的符号代替了象征符号。在这个意义上说，物

质化和抽象化两个进程共同构成了文化记忆领域的

深刻变革。传统从鲜活的载体和现时的表现转变为

抽象符号的中间地带。[9]

以上叙述其实与瓦尔特·本雅明关于“讲故事”

传统的衰落可以形成某种对照，只是在本雅明看来，

记忆的衰落，传统艺术“灵晕”的凋零是从机械复制

时代的现代工业社会开始的。19 世纪中期摄影技术

以及 19 世纪末活动影像的出现，使人们感知世界的

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世界开始逐渐进入影像的时

代。马丁·海德格尔曾就现代社会人们感知体系的重

要变化指出：现代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世界变成了

图像”。它是区别于古典时代的新的近代。换言之，

在现代社会，世界成为了“人”的表征对象。这与古

典时代正好相反，在古典时代，“人”是上帝的造物，

是被观看的对象。换言之，在古典时代，上帝和诸神

凝视着人们，而人们也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上帝和诸神

的凝视；而在现代，上帝与诸神退隐，人成为主宰世

界的“此在”，存在者不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作为

对象被带到人的面前，存在者被置于人的决定和支

配领域之中，并唯有这样才成为存在着的。[10] 而古

典社会中文化记忆所关联着讲故事的人这样的传统。

在瓦特尔本雅明看来，在这样的传统中，故事的代代

相传，依赖于讲故事者和听众的记忆力，并以集体记

忆的同化为基础。[11]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影像

艺术而言，如果世界变成了图像，那么也就意味着影

像艺术作为一种的媒介如何言说世界存在、如何抵

达世界存在，关乎影像作为一种再现媒介在建构文

化记忆的过程能否实现艺术“本真性”。也就是说，

传统艺术在遭遇现代媒介技术出现之后，其“本真性”

如何在机械复制时代以何种形式得以延续。在上述问

题的基础上，如果说纪录影像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一

种媒介形式，它担负着表征再现历史与记忆的重任，

那么，这样一种再现现实的媒介如何实现艺术的“本

真性”，这又会呼应出何种形式的文化记忆？

三、纪录影像的“本真性”与文化记忆

如前文所述，纪实影像作为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

媒介，其有着表征再现文化记忆的作用。比如我们在

《河西走廊》等历史记忆题材的纪录影像中所看到的

对于历史文化的表征和传播，大多都是通过讲故事的

方式来建构表征文化记忆。正如詹斯鲁·查兹所言，

符号表征着历史的知识，因此这些知识在人群中共

享流通，离不开符号，舍此，记忆也便不可能形成。
[12] 然而如前所述，瓦尔特·本雅明已经意识到，作

为口头文化象征的讲故事的传统在现代社会开始被

以文字媒介为代表的视觉媒体所取代。在口头文化

时代，讲故事传统根植于日常生活的文化记忆交流，

比如农民之间相互农业知识，这无疑与时间相关，因

此讲故事的有效性在于它的长久性，它有赖于讲者与

听众之间在经验层面的共鸣。而这种沟通的即时性所

带来的是集体经验的同化。因此，像古希腊哲学家苏

格拉底和柏拉图所缔造的传统都口头传播视为是“真

实”的沟通。在这个意义上，故事的讲述者在讲故事

的过程中将传播沟通这一实体不仅被理解为“故事的

内容”，更会被理解为故事的讲述者无中介的总体经

验。[13] 而印刷技术的到来之后，书面语言带来了现

代沟通的危机，语言的感性和发声的性质转变为写

作和阅读的符号抽象性。然而当影像技术发明之后，

这种转变似乎又发生了一种颠倒。

我们知道，印刷文字的表意体系是一种抽象的表

象系统。20 世纪初，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

了语言学转向，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对语言与

人类的认知、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

释，这种新解释激起了人们关注语言如何介入人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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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这一过程的热情。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便不再是对

于现实的简单传播，而是被认为是能将零乱混杂的外

部世界以特定的方式分类、组织、结构的一种新的

载体。然而对比文字，图像却是对现实形象的模仿，

它不像文字那样具有鲜明的抽象性，它的“能指”约

等于“所指”。而至机械复制时代，其囊括摄影、电影、

电视的影像再也不像文字、绘画一般需要经过编码、

解码的过程，而是可以再现现实。安德烈·巴赞在他

的《摄影影像本体论》中曾指出，诸如绘画这样的传

统艺术形式，哪怕再忠实于现实，也无法掩饰艺术创

作者对于现实的加工和处理。

在 19 世纪末，摄影发明之后，其被视为是“自

然之笔”，这种看法，无疑已将摄影师可能产生的

隐晦的中介作用取消。而电影影像，特别是电影中

的纪实影像的出现，甚至把这种将“现实”与“再现”

边界进一步模糊。因此，电影这一媒介诞生之初，

卢米埃尔兄弟在放映《火车进站》时，观众会产生

火车要撞向自己的错觉。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实影

像无疑成为了一种新的言说世界的语言。它又回归

于诉诸人的感官的媒介形态，只是与口语时代讲故

事传统诉诸于人的感官的方式形成了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性在于，口语时代的讲故事传统，立足于

传统社会的社会肌理。由于讲故事的人是通过面对

面的交流，因而在本雅明看来，讲故事是一种原始

的沟通形式，并且也是一种引起多感官的沟通，同

时它也是不可复制的，这恰恰呼应了本雅明所说“本

真性”。而这种“本真性”也就是艺术的灵晕。本

雅明在《摄影小史》一文中，分析了早期摄影中的

“灵晕”现象。在他看来，早期摄影包含着庞大的

无意识空间，这种无意识空间，是不能被人解读穷

尽的存在，它在当时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性构成了

早期影像的“灵晕”，这其实也就是影像的历史感。

然而随着摄影师开始不断修版，试图模仿灵晕之时，

试图征服光影服务于人自身时，其实也就呼应了海

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者被置于人的决定和支配领域

之中，摄影成为了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狩猎，拍摄变

成了枪击，而对象在影像中也就变成了被打死的猎

物。这也就必然导致摄影技术开始异化。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来临之后，口语传统所立足

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也使得即便是诉

诸感官再现现实的纪录影像媒介，也无法产生讲故

事传统所具有的那种共同集体经验。因而在这个意

义上来看，针对纪录影像进行何种文化记忆的建构，

以及纪录影像以何种方式表现建构文化记忆并能产

生强大的“本真性”，取决于纪录影像能否重建讲

故事的传统中所蕴含的灵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也只有纪录影像创作者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

并抑制将文化记忆对象化的冲动和诉求，才能真正产

生纪录影像所应具有的“本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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